
基于农村消费升级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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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是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安徽省农村服务类和居住类消费的迅速增长推动了

人口和土地城镇化，教育、通讯等发展型消费进入繁荣期，以及消费新业态的出现正在推动产业城镇化。而传统的

城镇化模式虽然速度快，但却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市场凋零、城市拥挤以及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等不利于农村消费

升级的局面。因此，必须构建与农村消费升级形成良性循环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即以市场推动为发展思路，以

梯度推移为城镇化路径，以促进农村消费升级为落脚点。通过在城镇化发展指标中添加消费率作为衡量标准，通过

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来满足消费者对新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实现城镇化与消费升级的良性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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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是将城镇化战略放置一边，而是将乡村振兴置于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框架内向

前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也是新型城镇化充分发展的过程，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需要深度融合和协调发展
［１］

，要通过新型城

镇化的发展引领乡村人口的流动和空间集聚的优化。新型城镇化有别于传统的城镇化，包含了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人口

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２］

。从人口流动的动机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流动可分为自发性流动和政策性迁移；从流动

地域看，可分为就地城镇化和异地城镇化，前者是向本地的中心城市或中小城镇流动，后者主要是向外地的大中城市流动。 

在研究城镇化发展路径方面：一是关于“大城市优先”还是“中小城市优先”的争论。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优

先发展中小城市”符合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但９０年代仍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使得一些学者认为“大都

市圈”和“大城市优先”的模式才是中国最好的城市化模式
［３］

，但大城市在发展中存在基础设施承载力不足、道路拥堵、公共

产品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学界对“大城市优先”模式产生了担忧。直到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明确提出要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化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此时，以“城市群为主体、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４］

才成为政府和学界的主流观点。二是主张以产城融合推动新型城镇化。徐慧敏认为产业结构

向高级化的演变是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原因，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的不协调问题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因此，在短

期中，应该采取措施合理安排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从海彬则利用中国５２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小城

市要提高产业集聚的效率，可以根据产城融合程度不同分别采取对策，对产城融合程度高的可以通过资本补贴的方式，而产城

融合程度低的则可以通过改善城市区位条件的方式
［５］

。三是认为可以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来助推新型城镇化。邹一南认为农

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贡献力量，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可通过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提高

其举家迁移的比例、使农民工留守家属进城等方式实现
［６］

。李瑞则进一步研究了城市人口规模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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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二者呈倒“Ｕ”型的关系
［７］

。但李晓江、尹强等则认为推动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农民工单向向城市流动，更重要的是要构建弹

性的城乡关系来保障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双向流动。 

综上来看，在研究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问题上，多数学者都紧紧围绕新型城镇化三大要素：人口、土地、产业，从提出“大

城市优先”发展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从用产业带动城镇化，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来推动城镇化，虽然分析了城

镇化发展的各种模式和道路，也从产业发展角度论述了如何提高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快速推进人口城镇化和

空间城镇化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但忽略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从城镇化发展和人口迁移的历

史进程看，历史上大规模、自发性的人口迁移的原动力，往往是人们对于自身生活水平提高的追求。可见，城镇化与农村居民

追求更高的消费水平乃至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因此，研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要从产城融合的角度，更需要从

满足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实际加以研究。本文以安徽省农村消费升级变化为出发点，探索农村消费变化如何

推动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发展又是怎样阻碍农村消费的升级，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才能进一步促进农村消费升

级，形成消费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如图１。 

 

一、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变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以安徽省为例 

（一）农村消费结构中居住类和服务类消费上升较快 

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可以通过人均消费水平、消费倾向、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等来反映。从消费水平看，根据安徽省统

计年鉴的资料，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６年，安徽省人均生活消费水平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见图２），从１９２２元上

升到８５６５元
［８］

，１７年间上涨７．８倍。并且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０．７３，与同期安徽省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

向０．７６相差不大，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正与城镇居民的趋同。从支出结构看，在食品、居住等八大类消费支出中，农

村居民在居住类支出、交通通信类和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支出的总比重从２３．７％上升４３．４％，１７年间支出比重增加了

近２０％。其中居住类消费支出占比增加最快，并且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城镇居民，２０１６年农村人均居住面积比城

镇多１２平方。另外，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１７年间下降了１８．３％，从５２．５％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４．２％。从

以上指标可以看出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正在经历快速的提升。 



 

（二）农村市场经历从凋零到繁荣的变化过程 

从市场的变化和消费模式改变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市场经历了从凋敝到繁荣，从波动式繁荣到稳定性繁荣的变化过程。早

期，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造成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农村市场曾出现凋零现象。但随着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和转

移性收入的不断增加，安徽省农村居民此两项收入占比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５．２％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４６．８％，消费市场

出现了季节性和阶段性的繁荣，特别在春节等节假日农民工集体回乡时，农村市场极度繁荣，但平时又会陷入凋零状态。近年

来，伴随着农村土地的流转，农村市场的商品化率在逐步提高，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消费模式的出现，农村市场的消费趋于平稳，

从原来波动式的繁荣逐步走向较为稳定的繁荣局面。具体来看，当前安徽省农村居民正面临着住房消费市场、医疗消费市场和

教育消费市场的繁荣期，交通通信消费市场的井喷期，但农村家庭设备和衣着类的消费市场还未进入到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

和享受型消费转化的阶段。 

（三）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加快但区域梯度差异大 

城镇化发展速度可以从人口城镇化率指标加以反映，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的滞后性，使得人口城镇化率区分为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种，并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安徽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２０００年

的２８％增长为２０１６年５１．９９％，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只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９．５９上升为２０１６年的２９．５

２％。随着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各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差异较大，出现四个层次的梯度发展。省会合肥市城镇化水平最高，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７２．０５％，为第一层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２０个百分点；第二层次为淮北、淮南、马鞍山、芜湖

４个城市，城镇化率达到６２％以上，超过全省平均水平１０个百分点以上；第三层次为蚌埠、宣城、铜陵、池州４市，其城

镇化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１－３个百分点；阜阳、安庆、滁州、六安、宿州等其余７个城市为第四层次，城镇化水平低于全

省平均值，其中亳州仅３８．２８％为全省最低。 

二、农村消费升级变化与城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变化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 

１．服务类消费的升级变化促使人口城镇化。伴随着农村收入水平的提升，安徽省农村消费支出结构中交通通讯、医疗保

健和教育三类服务类消费都出现较快的增长（见表１），教育在２００７年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以后出现支出比重下降的情

况。但现有的农村服务类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都赶不上消费需求水平的快速增加，导致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迁移。 



 

具体来说，一是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低促使农村劳动力迁移。由于农村乡镇卫生院数量少，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差，诊疗服务

水平低等，造成农村居民医疗消费有很大比重是在县级以上的医院进行的，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为了获得更好的医疗资

源，促使农村居民纷纷向城镇迁移。二是交通通讯费用被动上升促使农村举家迁移到城镇。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造成的很

多家庭出现“三留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一个完整的农民工家庭往往被人为地分割成位于城市和乡村不同

地点的２个以上的居住点，这种工作地点与家庭生活地点的不一致，导致农民工家庭出现候鸟式的迁移，带来了农村居民在交

通和通讯方面的支出比重大幅度增加，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４％上升为２０１６年的１２．４％。此类消费支出的被动增长以

及家庭成员长期分离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快了农民工家庭举家迁移到城镇的步伐。三是农村居民对教育的重视促使教

育移民成为现实。随着农村家庭对教育文化消费的重视，二代农民工中的年轻一代的家庭为了让子女享受更好的幼儿教育、基

础教育和高中教育，往往会根据自身的收入条件选择移居到就近的中小城市或省会城市，甚至是大城市买房定居，这种教育移

民成为青年一代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２．居住类消费的升级加快土地城镇化。人口的城镇化必然会带来土地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通常又领先于人口城镇化。

服务类消费升级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带来土地城镇化，但农村家庭居住类支出占比的迅速增长对土地城镇化的刺激

作用更大。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６年，安徽省农村家庭居住类支出占比从１４．９％增加到２１．９％。农村居住类支出的

增加不仅仅是由于在农村新建住宅的支出增加，更多的则是农村家庭在中小城市或大城市购买住房的支出增加而引起的，特别

是农村家庭在城市购买住房，直接刺激了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从而刺激城镇对建设用地的大量需求，加快了土地的城镇化

的进程。 

３．互联网消费新业态的出现将推动产业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即产业非农化，指产业结构合理转化与发展，生产要素向城

镇流动和集中的过程，其衡量指标是指各省二三产业在ＧＤ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淘宝村”逐渐增

多，农村居民无论是自身的生活消费、农业生产与销售方面还是非农产业的发展上，通过电商平台完成的交易比重逐渐增大。

新的互联网经济中，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体验消费、平台经济消费和共享经济消费等新业态，加上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的“产业

兴旺”的目标
［６］

，推动了农村康养经济、生态旅游经济和休闲消费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布局正在改变，就业人口的非农化率

也逐渐提高。这一方面推动了产业从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换，另一方面也使得劳动力、人才、资本和技术等各类

生产要素向中心村或镇流动和集聚，推动了就地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步伐。 



（二）传统城镇化发展对农村消费升级的阻碍 

１．人口城镇化带来农村消费群体和消费市场的变化阻碍消费升级。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人口城镇化，特别是青壮年人

口向城市流动，一方面造成滞留于农村的消费群体变为“三留人员”，这部分人员生存性消费意愿较高，但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

意愿较低，不利于教育、文化等发展型消费需求的提升。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为城市流动人口，虽然工资水

平较流动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其社会保障水平低、家庭抚养和赡养负担重、消费观念与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差距较大，

使之成为城市消费市场的弱势消费群体，其消费倾向很低，仅限于基本生活消费品等生存性消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受到抑

制。第三，城镇化也会带来农村的“空心化”和消费市场的凋零，再加上农村消费环境的恶化使假冒伪类商品充斥农村市场，

从而会抑制农村消费的升级。最后，人口城镇化带来农村家庭住房消费的占比大增，挤出了其他正常消费的升级。 

２．土地城镇化带来失地农民的分层不利于消费升级。对于城市近郊的农民，由于快速的土地城镇化，其宅基地和耕地被

征迁后，会得到较多的征迁补偿款，甚至于出现“一夜暴富”的现象。也就是说，这部分农村居民在土地城镇化后财产性收入

急剧增长
［９］

，而财产性收入骤增使农村居民家庭出现畸形的享受型消费，如娱乐、高档奢侈品消费等，但同时却不利于教育、

文化等发展型消费的质量的提升。对于另一部分失地农民来说，失地就是失去最后的社会保障，就是失业，加上再就业困难等

因素，成了被土地城镇化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其消费状况与城镇化之间出现了负相关。 

３．传统城镇化发展中的产业配套差阻碍农村消费升级。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程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地区工业化水平以

及相配套的产业。工业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越高，转移后的农民取得工作岗位越便利，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消费的提升。

并且工业水平越高，提供的消费品种类越丰富，对消费也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当前的城镇化发展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明显滞

后于空间结构的变革，即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造成人口空间转移后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缺乏配套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城

镇化阻碍消费升级的重要因素。 

４．传统城镇化中的优质资源配置不合理阻碍农村消费升级。当前的城镇化建设是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建设以及

小城镇建设两种方式协调发展。在大中小城市建设中分为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大量优质的资源包括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

等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城区，而新城区（也是农村人口城镇化所迁移的主要地区）由于区位等原因，资源配套差，消费环境恶化，

不利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在小城镇建设中，由于规模小，公共产品的配套不完全，产业支撑不足，难以吸引更多的农村人

口转移，其消费的辐射效应小。 

三、与农村消费升级良性互动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一）以市场推动型为发展思路 

若要使得城镇化发展与消费升级形成良性的互动，必须解决传统城镇化发展的思路中只注重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数量，忽

略城镇化发展的质量的问题；也必须解决传统城镇化对消费升级的各种阻碍；还需要避免政府主导的快速的空间城镇化与土地

城镇化，以及人为的“造城”运动。新型城镇化模式必须是政府调控下市场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市场的力量促进人口的

自发性流动，再根据人口流动方向、流动规模以及流动速度和流动特征来预测未来城市的建设规模和产业发展方向，确定未来

城市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府调控加强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流入城镇的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

产品与服务，从而促进人口自发地向城镇流动。 

（二）以梯度推移城镇化为发展路径 

如前所述，安徽省城镇化发展水平出现了以“合肥－芜湖－蚌埠－阜阳”为代表的四层次的现实差异，因此在构建“一圈

一群两带”的城镇化空间布局的总体要求下，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应该“一刀切”或“齐步走”，而应该是以梯度推移为路径，



逐步推进城镇化。即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发挥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辐射带动作用，然后再推进城镇化化发展

水平低的地方，最后还需要加强特色小城镇的建设促进就地城镇化。 

传统城镇化中的就地城镇化的城镇规模过小，其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强，导致向中心城市和大

城市流动的异地城镇化成了主导模式，但这种模式阻碍了消费升级，而就地城镇化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转移的

成本。因此，通过县域特色小城镇的建设，提升城市品质，强化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结合乡村振兴，使小城镇成为最具有吸

引力地方，带动就地城镇化，降低转移人口的生活成本。 

（三）以新城镇化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为落脚点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其发展不仅要从产城融合的角度，也

需要从促进农村消费升级的视角加以考察。首先，通过产业先导的带动作用，促进人口自发将城镇流动，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为

流入人口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也使流入人口因第三产业的发展生活更加便利。其次以完善和优化配置教育、医疗、社

会保障等为资源为抓手，为新居民提供消费升级的客观基础。 

四、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实施的主要对策 

（一）添加消费变量作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标准 

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标准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里面已经提出，从城镇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资源环境４方面１８项指标体系来构建。与传统城镇化衡量标准相比不仅关注人口城镇率提高，不仅追求土地规模

扩大与空间的扩张，而是更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从其中的子指标“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覆盖率、基本养老、医疗、

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以及家庭宽带接入能力”等就可以看出。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最终的衡量标准应该是人的城镇化，即在进

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时需要充分关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新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这部分新居民生活水平应该有明显的改善。要

反映生活水平的改善，居民的消费是必不可少的变量。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衡量标准中需要添加消费变量，将提升农村消费

率作为衡量指标。一是使城镇化率与农村转移的新居民消费率同步提高，二是使城乡消费率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三是使城市

内部新居民和原有居民的消费率差距也逐步缩小。 

（二）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注重农村消费升级的产业支撑 

首先，与农村消费升级相关的第二产业需加快发展。农村消费升级不仅表现在消费数量的增加，还表现在消费品质的提高，

因此新型城镇化需要加快第二产业的发展，多提供高品质的新产品满足农村消费升级的需求。使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同步，

同时与消费升级相一致。其次，需要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满足服务类消费的升级的需求。如前所述，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

教育、医疗、交通通信等服务类消费升级很快，但农村此类服务产品供给短缺，迫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 

因此，无论是就地城镇化或异地城镇化的建设中，需要优先发展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服务产业。第三，注重满足消费新业

态的产业支撑。随着互联网消费、体验消费、平台消费等消费模式和消费新业态的出现，需要对原有的一二三产业进行调整与

优化，注重发展绿色农业、休闲产业、和互联网＋传统产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等，满足农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不

断增长的需要。 

（三）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注重与农村消费升级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严重制约着农村消费的升级，同时也制约着农村消费环境的改善。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需要加



大对道路、交通、水、电以及网络和宽带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还需要加强对城市公共产品和优质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

局，使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等化
［１０］

；更需要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引导农村居民就地城镇化，

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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